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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很多专家的分析，2016 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产能过剩

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但这些讨论很少跟农业企业现在面临的形势直接相关。

其实，早在 1990 年代中期，当粮食产量超过 1 万亿斤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提出

粮食增产和人口增加的曲线是并行的，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

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那如果粮食在短期内连续增产，就会

出现过剩。1990 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

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 

 

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强调“三农”问题、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

食十二连增，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是：“三农”支

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2014 年已超过 11300 亿元，2015 年应该会进

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 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

常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在

国际价格的“天花板”（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所以，由于

长期的粮食过剩，没办法再增加库存，从 2016 年开始要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

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这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难

保证，农资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再看看国际形势，我们跟那些大农场模式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陆续签了

自由贸易协定，这就对国内农产品形成了市场空间的挤压，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产

品价格很低，产品质量又好，而国内的价格很高。总体来看，2016 年农业的国

内、国际情况都是不利的。这个冬天恐怕会比较难过，下一个春天可能比较短暂，

下一个夏天可能比较炎热，接着就是秋风肃杀，形势不会太好。 

 

一、世界农业的三大模式 

 

在我们以往的农业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因此无法解释世界

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形势不再是单一的产业问题，比如

美国也有沙尘暴，他们那种大农场模式也是破坏环境的。 

    

 



根据我们的研究，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一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现在很多人仍然在强调中国要学习大农场农业。但是，大农场农业是因为彻

底殖民化造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巴西、阿

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不可能

搞大农场。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像日本、韩国也是原住民国家，都没有大农场。

像日本现在要加入 TPP，最大的难题就是农业，一旦加入，面对着大农场低价格

的农产品竞争，日本农业必垮无疑。所以说，东亚的原住民社会永远不可能跟殖

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农业直接竞争。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

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二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 

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形成中小农场，也同样没有

跟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只要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国家的农产品普遍没

有竞争力，农民收入就会下降，农业就会维持不住。 

 

三是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 

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

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

持“三农”的稳定。 

 

而中国农业目前是这种状态：一方面是东亚原住民国家，但又不采行“东亚

模式”，而试图采行美国的大农场模式，像现在讲的产业化、大规模、集约化等

这一套，都属于这种模式。说得直白一点，我们是原住民的小农经济，没有条件

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

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错误。 

 

二、从农业 1.0 向 4.0 如何演进 

 

我们最近提出了从农业 1.0 向 4.0 的演进。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

模式”，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规模化获取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由此，就引申出另一个路径：立足于殖民化大农场，就有了农业金融化的方向。

很多农业企业关注的 ABCD 四大跨国农业公司（编者注：即美国 ADM、美国邦吉

Bunge、美国嘉吉 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 Louis Dreyfus 这四家公司的简称），



它们的优势就在于，立足于一产化的大农业，直接进入金融化，即一产化农业派

生出的金融化。ABCD 四大公司的收益并不来源于大规模农业，而是来源于在资

本市场上产生的收益。 

 

我们对世界粮食金融化问题的研究显示，它们仅用气候题材影响资本市场上

粮食价格的波动，就需要 200 多亿美元的投入，而且美国政府还投入 200 多亿美

元用于气候研究。这就是金融化的美国经济，也是金融化的美国农业获取收益的

主要来源。从 1980 年代新自由主义问世以来，美国农业企业就不再以农业为主

了，而是以金融为主。 

 

我提出的建议就是：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我

们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

像美国、加拿大的农业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进入金融化。二产化是设施化、

工厂化，而美国、澳大利亚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没必要搞设施化、工厂化。

欧盟、日韩则是设施化农业，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设施化农业国家，全球超过 70%

的农业大棚都在中国。因此，别说我们的农业设施化不够、二产化不够，其实最

多。 

 

二产化农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中国农业的产量世界第一：我们生

产全球 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这些产品

都过剩。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占世界的 21%，人口占世界的 19%，还有两个点的

余量。即使粮食不再增产，只要节约，就足够养活未来的新增人口。 

 

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农

村并没有产生发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条件，同时二产化又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

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

域。 

 

接着就开始进入农业的三产化，甚至还有日本提出的农业六产化。早在 2006

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第三

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因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

保险、流通等，都是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的，如果不采行“东亚模式”，

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

并不高。因此，靠三产化解决“三农”问题，好处并不大。 

 



再看农业四产化，就是农业 4.0 版，一方面是互联网+，另一方面是社会化

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如何让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

略，这是下一步农业 3.0 版和农业 4.0 版要考虑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传统社会

特别是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开始就应该是 3.0、4.0 结合的，而不能从 1.0 过 

 

三、四大规律不可逆 

 

我们知道，原生农业是在欧亚大陆两端发生的。现在西方了解的都是在亚洲

大陆西端的两河流域形成了早期的原生农业，因为这块地区离西方人近，他们对

欧亚大陆的东端不了解。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也是“两河”：长江、黄河。西端的

两河间距很窄，是单一作物种植，是半岛型农业；而东端两河间距很大，是大陆

型农业，北方是旱作农业，南方是水作农业。中国从一开始还处在原生农业时代，

农业就是多样化的。而西亚的“两河”农业是单一的，后来扩展到欧洲西部，形

成了欧洲的次生农业，也是以相对单一的作物为主，这个农业方式就是欧洲人带

向世界的、以种植小麦吃面粉为主的农业和食物方式。现在的澳洲、美洲、非洲，

只要是西方人殖民过的地方，都以吃面包为主，而亚洲则是杂食。我们不必将亚

洲原住民大陆所生存下来的多样化、生态化的农业方式再改造成单一化的，否则

就脱离了本土的条件。 

 

基于这些道理，所谓的农业 1.0、2.0、3.0，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

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跟中原之间的关系演变，就很清楚了，都

跟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业产出多少有关。而气候变化是周期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人类社会只能做适应性改变。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长城，是

沿着 400 毫米等降水线修筑的，是从东北向西南的斜线。中国的东部大陆是太平

洋季风影响的农业，西南地区则依靠印度洋暖湿气流，这样就有了四川的盆地农

业，西北地区靠的是西伯利亚的风。所以，东亚大陆上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是

被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决定的，不是制度决定的。 

 

农业发展到现在，我们遭遇到的农业产业化问题是四大经济规律不可逆。 

 

一是根据“要素再定价”规律可知： 

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土地规范流转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

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须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

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

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



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净流出。农业

劳动力被城市的二产、三产定价，农业企业家进入农业跟农民谈判，其提供的一

产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被农民接受。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表明其竞争力丧失殆尽。

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它

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

就失败在支付不起要素价格。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 

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

不断增加。推行美国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大部分过去

在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还能产生附加值

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

纷遭遇生产过剩；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农业

过剩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

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转

化成银行坏账。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可知： 

追求资本收益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

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正因“双重失灵”，愈益显著的“双

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根据“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可知： 

农业企业走出去遭遇很多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经验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

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不适应国际市场上

的主流趋势，必然遭遇尴尬。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

业都在作什么改变，他们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正在向社会化这一方向

演进。这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